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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河源认定标准探析 

陈斯亮 赵荣
1
 

【摘 要】：中国古代如何认定河流正源至今尚不明确，通过分析不同观察视角下的河流认知差异，追索两千年

来古人的探源方法和所关注的问题，梳理出基于文化认同、政治导向、地理标识三项原则的河源认定标准，列举其

四种表现形式——河源不逾文化边界且以源远为正、尊承权威文献、国家意志可一锤定音、以稳定标识物定位并表

述河源，认为其体现了华夏自足、尚德崇文、大一统、国家至上、万物关联等思想观念以及相地察形之传统；指出

古今河源标准有别，前者关注定性评估而后者重视定量分析，均有其合理性；古代探源活动是为实现国家和社会的

特定需求，对当下仍具启示；在今日“科学标准”之外宜制订符合自身情况的“人文标准”,以“人文河源观”视

角来审视并解决更多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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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也将拥有不同自然环境与文化的各个地区联系在一起。从古至今，对于河流源头的探寻不断触动着

人们的好奇心。目前国际上尚未形成统一的河源认定标准，仅有的模糊描述是“河源唯远”或“水量唯丰”,但实际操作中常有

矛盾之处或难以取舍的情况，所得结果也各执一词，故不得不引入更多的考察因素进行综合评判，但学界对这些因素的选取和主

次顺序亦存在不同看法，孙仲明认为“河源划分的依据颇为复杂，既要考虑到它的自然因素，又要顾及历史上的传统习惯。在自

然因素中，除了长度、水量以外，还要考虑到流域面积、水系平面位置、方向、上下游的一致性、河谷地质年代、河流宽度和比

降等。在社会因素方面，既要考虑到历史传统，又要注意到当地群众的习惯称呼等。”1成海宁、刘少创认为确定河流正源的标

准按重要程度依次是长度、流量、主流方向一致、历史习惯。2 陈进、许珍认为应以“河流长度和走向为确定河源的主要因素，

流量和河势作为次一级因素，而约定俗成等文化因素对于江河源头确定也有重要影响。”3 

可见，无论采用何种判定标准，历史传统所认定的河源始终被学者们所重视，并作为印证和强化当今河源学理论的重要依据

之一。值得深思的是，对于历史传统的结论由来(即古人所依据的认定标准)至今并未展开过深入研究，使得河源结论的古今对比

因缺乏一致基础而存在逻辑缺陷。换言之，假设古今标准完全相同，只是因技术条件受限而导致结果有别，那么古代的结论不过

是在“求真”过程中所误入的歧途而已，并没有必要坚守；但若古今标准本来就存在显著不同，那么得到不同的答案便无可厚

非，而古人的标准实际也反映出关于河源的另一种独特“认识观”,应当被认真审视和重新思考。 

因此，探讨河源的“历史传统”究竟如何产生，揭示古人关于河源的认定标准，对理解过往、服务当下、推动未来均有重要

意义，本文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一、不同观察视角下的河流认知差异 

对于在地表上奔行的河流而言，人们有两种不同的观察方式：第一种是沿着河流行进，观察河流周边的地形地貌，以及河流

的水量和清浊程度，这种认识非常直观，但获取的信息呈现片段化；第二种是利用地图或遥感影像在“上帝视角”对河流全貌进

行观察，这种认识损失了许多有重要的情境细节，但获取的信息更宏观且相对完整。 

尽管第二种观察方式对我们而言似乎更科学、更熟悉，但事实上，精准的测绘制图技术普及得很晚，清代时连中央政府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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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绘制高精准度的大尺度地图，“近代科学制图方法基本形成”4要迟至民国时期，而通过遥感技术观察和研究河流不过数十年

的历史。在人类文明的数千年中，我们认知河流时主要是采用第一种观察方式。古代尽管有包含河流走向信息的地图，但实际绝

大多数并未采用准确测绘的方法，这些地图往往是以某些关键要素作为基点、结合方位及距离数据进行示意性表达，
5
反映了各

要素之间的相对空间关系，其本质仍然是通过第一种观察方式所获得若干“信息片段”的拼合。 

观察方式直接决定了人们如何去认识河流，继而形成了他们认定河源的独特标准。在当前国际主流标准里，河流长度这个决

定性依据是可以通过第二种观察方式快速获得的，而河流上源的水量由于与多种因素有关，结果波动较大，只能作为参考性依

据。简而言之，正因为第二种观察方式提供了“上帝视角”的河流全貌，才让“河源为远”这个判定标准有了技术上的可实施

性，否则，河流越长造成误判的可能性就越大。需要指出，世界主要大河的长度在近些年仍有学者不断进行修正，表明精确获得

河流长度其实并非易事，对于古人则难比登天。 

二、古人探源的技术方法和关注问题 

古人若采用上述第一种观察方式时如何确定河流正源呢?在河流中下游生活的人们，对于上源的信息几乎一无所知，而在河

流正源附近生活的人们，其实也无法确定自己身边的溪水是否最终会变为那条汇入大海的浩瀚洪流。这种信息双向缺失的问题，

在尚未拥有快速移动能力和大尺度空间测量技术之前根本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古人探寻河源的方法较为简单，通常是众人乘多艘船溯河上行，如果遇到分岔的水道，则分船前往，在探源过程中采用上文

所说的第一种观察方式。由于当时人对航行里程只能估算，因此除非各条河流有很大差异，否则对于长度接近的河流极易误判。

此外，在探源过程中还可通过询问当地人快速了解周边河道情况，不仅能节省时间，还有可能了解到当地人掌握的河源方位。这

在本质上属于“溯流而上、肉眼观察”的方法。然而，由于许多河流上源水道细密如织，利用这样的探源方法，即使耗费大量人

力和资金也很难找到正源。古人其实早已认识到自身能力的局限，因此历史上很少组织大规模的河源探寻活动。 

不过，这种“溯流而上、肉眼观察”的探寻也并非完全徒劳无功，至少能找到相对较长或河道较宽的上源河流，同时沿途的

山川形貌也为古人提供了大量直观信息，帮助他们认知和定位河流。在古代，河流正源并非被探访者发现便可成为普遍知识，还

需要被尚未到达此地的广大人群了解和承认，指认一条难以定位的无名小溪当作大河源头(哪怕它真的是源头)根本没有意义，

因为他人几乎无法重复这种认知。 

可见，古人对于河流的探源活动尽管算是一种对于自然的求索，但这种求索因无法获得“绝对真理”,便转而去追求“普遍

认同”。探寻河源的过程固然重要，但为河源找到合适可靠的表述方式以使大多数人理解和认可，才是古人关注的核心问题。 

三、基于三项原则的河源认定标准 

古人在河源认定方面更在乎“普遍认同”而非“绝对真理”,为实现这个目标，古人需要将河流中能够通过肉眼观察和文献

访谈所获得的自然要素信息(走向、水量、长度等)与大多数人能够理解且认同的地理位置及名词概念相结合，并以恰当的表述方

式进行时空双重维度的传播。 

笔者认为，古代对于河流正源的认定主要遵循文化认同、政治导向、地理标识三项原则，以下试作论述。 

(一)文化认同原则 

该原则长期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其突出体现是“河源不逾文化边界”和“尊承权威文献”,反映着中国古人的“华夏自足”

观念和“尚德崇文”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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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谈河源不逾文化边界。古人在地理方面的理解能力受限于其所在文明的外部认知边界，这种认知并非仅听闻某国名物那

样简单，而是该文明中有人曾到达或体验过，能够以本文明所能理解的方式讲述给人们，并在族群内形成一定共识。因此，一条

河流的源头若要被发现并被承认，关键是文化界域以内的其他人也能够感知它并认可它，所以早期中国人认定的河源方位事实

上都与华夏文明的“文化界域”密切相关，这种认定原则和表述方式在当时的地理文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书年代约在战国

时期的《禹贡》是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该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河流及其源头的认识。书中列举的“九山”、“九

川”、“九泽”实际都是在那个时期位于华夏文明版图内的自然要素，为实现九州及其内部要素的完整性，九川必须从始至终在

九州的版图内流淌，否则意味着九州本身是残缺的。《禹贡》中记载大禹曾于积石山(一般认为在今甘肃临夏县西北 6)疏导黄河，

此山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两大地理版块分界的标志性山脉，先秦时期华夏文明的文化界域长期定格于此处附近(积石山以东及

以北区域已发现不少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但其西南方向的高原腹地则几乎未发现类似的文化遗址),这种巧合应绝非偶

然，正是文化边界发挥了潜在效力。而自汉武帝开通西域后，黄河源于昆仑山的说法便开始流行，这恰恰是由于汉朝政府的控制

能力拓展到了这些地区。《史记·大宛列传》提出“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

南则河源出焉。”7 认为流至盐泽(即今罗布泊)的河流潜行地下然后南出变为黄河之源。此种夸张认识的合理解释也许是：汉代

古人早已发现积石山尚未达到黄河的终极源头，迫切需要为黄河找到更远的源头，但由于当时的认知边界无法向西深入青藏高

原的核心地带，而西域却因汉武帝的多次外交及军事行动而变得熟悉起来，加之自黄河向大通河、疏勒河再到罗布泊一路皆有许

多河流颇易使人产生黄河向西北延伸的错觉，便将远在西域的罗布泊认定成与黄河源头有潜在联系的遥远起始点。至北魏时期，

《水经注》中却将黄河源头上溯至蒲那般河(今印度恒河),这个看似荒诞的说法却恰恰可能是由于来自印度的佛教拓展了中国的

文化认知边界，尤其是讲述法显天竺游历见闻的《佛国记》已成书近百年，这才为郦道元的河源新说提供了文化理解的土壤。到

唐代，人们转而认为黄河源于星宿川(即今青海玛多县星宿海),这实际是由于唐朝向吐谷浑用兵以及与吐蕃和亲到达过此地，将

认知界域推拓到了青海腹地，当然也是自积石山溯黄河西行探索的必然结果。又如，《禹贡》中认为长江发源于岷山，8此山是青

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两大地理版块分界的重要山脉之一，先秦时期的文化疆域大致分界于此，今日所发现的考古遗址亦可作为旁

证，因此这种认定江源的理由实与黄河类似。为何直到明代徐霞客才发现金沙江是长江正源呢?较更合理的解释是，云南地区真

正纳入中央政府有效管辖范围恰恰是在元明时期，只有金沙江变为文明版图里的“内河”才能有资格取代岷江作为长江正源。

正因为九州范围不断地被人为改变，使得九川之源也会随之发生变动，且后者的发生往往略滞后于前者，暗示两者可能存在因果

关系。这种河源位置随疆域扩张或文化展拓而发生历史变动的情况，与辛德勇所指出的“四岳、五岳是伴随着古史地域扩张而逐

渐发生演变的”9有相似之处。 

再谈尊承权威文献。文化认同的延续性需要依靠文化观念和知识长期而稳定的流传，而权威文献恰恰是这个过程中的核心

载体。成一农指出“现代人看待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建基于以数字为其代表的‘科学’之上，而古人则赋予了文本以更多的权

威。”10因此，对于河流正源的认定长期以来存在尊崇和承袭权威文献的情况，这既是由于交通不便难以实地考察，更是由于河

源需要具备强大的文化认同这个先决条件，因而沿袭《禹贡》《山海经》《史记》等已具有强大文化认同属性的权威文献之说法便

不难理解。 

直到清代民国时期，仍然有许多未开展过实地考察的学者对黄河源于昆仑和长江源于岷山的说法据理力争，他们争的并非

是绝对真理，而更像是一种文化正统性。权威文献还会影响舆图，成一农指出“除了康乾时期的考察留下了考察者直接或者参与

绘制的‘河源图’之外，之前的所谓‘河源图’实际上都是后人根据文献中或者亲历者的描述绘制的。”11可见这类舆图大多仍

是权威文献的图像化呈现，而随着这些舆图被后世传抄或再次进行文字化表述，权威文献所持有的观念便被不断强化。 

可见，无论是文化边界还是权威文献，都代表着文化层面上的高认可度，充当着认知体系中的“隐藏公理”。当然，这并不

是说河流长度等客观标准不重要，相反，中国素有“源远流长”之说(事实上“源远”是原因而“流长”是结果),很重视通过

“追根溯源”的方式找到最遥远的源头，甚至影响到在治学中亦强调“学有本源”。可以说，在符合文化认同原则的前提下，古

人主张选取河流之源远者为正源，而水量、河面宽度等变动较大的因素基本不纳入考虑。 

(二)政治导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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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原则旨在实现各时代特定的政治目标，通常会发挥时效较短(因政治目标有别)但影响较大的作用，其突出体现是“国家

意志可一锤定音”,反映着中国古人的“大一统”思想和“国家至上”理念。 

数千年来，在各类河流(尤其是大江大河)的探源活动中，政府往往起到主导作用并拥有很强的话语权，米海萍指出“在河源

信仰中始终体现了‘国家在场’”12;巫新华也指出“秦汉以降，寻找黄河源头并加以祭祀，便成为皇权天授、天子正统性的直接

体现，为国之大事。”13探源活动通常为达成三类政治目标：一是宣扬政权正统性和文明延续性，强化边疆治理；二是便于开展

有针对性的河渎祭祀(传统观念认为水患与未在河源处祭祀水神有关)以增进社会凝聚力；三是通过探寻水道推动水利治理、改

善经济民生。 

《史记·大宛列传》称：“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于阗，其山多出玉，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14
尽

管汉使找到了当时认为的河源之山，而为此山命名并在国家层面宣布“河出昆仑”则是由帝王来完成的。汉朝开拓西域带来了

地理大发现和文明交流，但中原传统治理区域与西域新管辖区域依然存在因文化不融合而随时可能分裂的隐忧，汉武帝将中原

文明母亲河的黄河溯源至西域，并以华夏古书中的“昆仑”为其命名，从官方角度阐明了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达到了巩固边疆

的深远政治意图。“河出昆仑”之说虽非事实，但“其最大文化价值在于，它对中国文化的构成和国家版图的扩大，产生了决定

性的观念引导作用。”
15 

又如，元世祖忽必烈派遣都实探寻黄河源时下谕称：“黄河之入中国，夏后氏导之，始自积石矣，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

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蕃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16

忽必烈的政治意图是通过找到黄河正源来上承夏代正统，超越汉唐盛世，并为后人带来各种水利福泽，从而彰显法统与国力。再

如，清乾隆皇帝为治理水势微弱的淮河，命人探查并疏浚位于桐柏山的淮源，17还在淮渎庙举行了隆重祭祀，有效实现了“清源

净流”和安抚黎民之目的。 

当然，政治与文化本身存在紧密联系，庞大国家的稳定基石来自于全体民众的文化认同，中央政府虽可通过官方政令左右河

源认定而发挥“一锤定音”的效果，但仍倾向于借助文化层面的手段(如援引权威文献或回顾前代历史等)进行充分配合，以获

得更根深蒂固的“观念认可”。例如清朝康乾两代尽管已对黄河正源所在的星宿海地区颇为了解，但乾隆皇帝在《热河考》18和

《河源图》19中仍然坚持传统文献的“重源伏流”之说，认为黄河源自昆仑，伏流至星宿海而出，这与他平定新疆达成了比肩汉

武帝的宏伟功业并将昆仑山整体纳入中华版图直接相关，他试图借助黄河这一万民公认的纽带将边疆与内陆有效联系起来，以

实现更深远的政治意图。刘惠指出，乾隆皇帝在重构河源的过程中实现了广泛的国家认同并充分宣扬了大一统观念。20 

可以说，政治原则与文化原则两者相互依托并不矛盾，目标明确的“政治引导”虽可产生短效的强力作用，却希望将其影响

转化为长效且自觉的“文化认同”。 

(三)地理标识原则 

该原则意在将易变动的孤立要素置于关联性系统内进行描述，以提升其辨识度和认可度，其突出体现是“以稳定标识物定

位并表述河源”,反映着中国古人的“万物关联”理念和“相地察形”传统。 

河源要被大众理解、接受继而被广泛传播的前提是要被准确描述，因此古人会倾向于将源头附近兼具标识性与稳定性的重

要自然物(高山或大湖)确定为正源位置，并经常直接以该标识物表述河源，而几乎不会表述为易改道或发生流量变动的小型河

流。如《禹贡》中在表述导水时大多与山岳关联，而《山海经》中的河流则均被表述为发源于山岳；黄河源的历史表述高频词主

要是积石山、昆仑、紫山、星宿川、柏海，而今日的常见表述方式则是扎曲、约古宗列渠、卡日曲等小型河流；又如澜沧江的源

头今日被认定为扎阿曲 21之支流谷涌曲，22但藏民世代认可和推崇的澜沧江源只有两种说法，一是“圣湖”扎西气娃，二是“圣

山”扎那日根，而并非某条具体河流；再如雅鲁藏布江、恒河、印度河、萨特累季河四条大河普遍被藏民们认定为发源于冈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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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脉主峰的冈仁波齐，事实上四河之源头离冈仁波齐峰尚有数十甚至近百千米的距离，但由于冈仁波齐是藏民心中至高无上的

神山，故四河均被表述为发源于此，而冈仁波齐的“神性”也由此而进一步加强。值得一提的是，城市亦可作为河流定位的关键

要素之一，如《水经注》就经常使用城市来进行河流的位置表述。正因如此，河源与其周边的城市会通过名称关联而共同提升标

识度，中国有不少因河源得名的城市(如甘肃渭源、河南济源、河北涞源、山西浑源、江西婺源等等),而它们又会反过来为后人

探寻和认识河源提供指引及佐证。 

不得不说，古人的这种河源认定及表述方法尽管损失了部分“信息精度”,却获得了很高的“传播稳定度”,确保了河源信

息经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仍能被后人识读并理解，无疑蕴含着有价值的哲学与科学思想。 

四、河源认定三原则的优先级排序 

上述三原则实相辅相成而不宜简单分割排序，但仍有必要探讨其作用之主次，以便在河源认定的纷繁事件中把握主要影响

因素。对于历史上正源出现多次变动的河流，恰能据此观察到这三种原则在确定河源时所发挥的不同影响。以下以黑龙江为例进

行剖析阐释： 

黑龙江(古称弱水、完水、黑水、羽水、石里罕水)有南北两源之说，北源为石勒喀河上源之鄂嫩河，南源为额尔古纳河上源

(其一为克鲁伦河，其二为海拉尔河)。克鲁伦河、鄂嫩河、海拉尔河三者之长度逐渐减少且有较大差异，若仅以长度判别几乎毫

无争议。但奇特的是，黑龙江正源在历史上却不断发生变动。 

自汉武帝北伐匈奴后，黑龙江上游的主要河流便已基本为华夏所熟悉，汉代、三国时期皆以克鲁伦河(汉称弓卢水，三国称

完水)为正源，这正符合文化认同之原则(该原则下以源远者为正源),也证明此原则为先行的统领性原则。 

克鲁伦河作为正源的观点到唐代依然延续，但至蒙元时期，由于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即皇帝位，使得鄂嫩河的

地位骤然提升且充满政治象征意义，因此黑龙江正源在元代便转为鄂嫩河，这既迎合了蒙古诸部自身的文化认同观念，又是国家

意志产生有力影响的表现，正符合政治导向原则。清朝尽管对蒙古采取羁縻之策，但在册封定名等方面仍极力表现出拉拢之意，

故仍许鄂嫩河正源之说而未更替。康熙时期《尼布楚条约》签订后，鄂嫩河主要流域皆划归沙俄，却将源头小段留于疆域内，其

目的似乎专为保全蒙古诸部对此河之感情，嘉庆时西清的记载中也依然以鄂嫩河为正源 23,这些皆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施加政

治导向的结果。 

自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黑龙江中下游由中国内河转为中俄界河(俄称为阿穆尔河),大片领土的沦丧越发凸显出

具有本土属性之“内河”的重要意义，清朝所派驻统辖该区域的黑龙江将军亦处于尴尬地位，因而上游仍属于内河的额尔古纳

河在此后便逐渐取代了鄂嫩河而被表述为黑龙江正源。额尔古纳河之上源在清代并行存在着克鲁伦河、海拉尔河、呼伦湖三种说

法，其核心点在于呼伦湖口到海拉尔河口河段流向的间歇性变动，在东向顺流时正源为克鲁伦河，当西向逆流时正源改为海拉尔

河，当湖面水位高于两河时则转为呼伦湖，此问题杨丽婷曾进行了详细探讨。2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然地理变化使海拉尔河在

清代便具有竞争额尔古纳河正源的资格。 

1946 年南京国民政府迫于美、苏、英等强国的压力，正式承认蒙古国独立，这导致克鲁伦河、鄂嫩河的主要流域及源头皆

处于中国境外，加之克鲁伦河与呼伦湖之间水道断流的情况越来越频繁(断流时海拉尔河为正源),使长度最短但全域皆在中国境

内的海拉尔河逐渐被更多人所接受，从而认定为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南源)之正源，进而被表述为黑龙江之正源，近年来也有人将

海拉尔河称为黑龙江“中国侧源头”,这种表述绝非地理求真的纯粹结果，带有鲜明的文化和政治色彩。事实上，从晚清以来，

人们通过选取地缘文化上更亲近的河流来建立新的正源表述秩序，既是对以往屈辱历史的有意规避和“文化疗伤”,又极力使黑

龙江省得名由来的黑龙江之源头不至于落入外国土地，在本质上仍可被文化认同和政治导向两项原则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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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伦河和鄂嫩河源头接近，皆被表述为发源于肯特山，海拉尔河则被表述为发源于吉勒老奇山，这是地理标识原则的突出

体现。但历史上黑龙江正源不断变动的主要原因均与这些地理标识物无关，表明地理标识原则的影响力颇为有限。尤其是《元

史·本纪第一》记述成吉思汗称帝时不以山名河，而径以“即皇帝位于斡难河之源”
25
表述，在某条河流的源头即位，意味着对

该河流的广大流域拥有合法统治权，而以山峰、湖泊等表述则缺乏这种政治影响力，这无疑证明地理标识物在面对政治性表述时

必须让步。可以说，地理标识原则对于认定孰为正源的关键问题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更多地是为了便于人们寻找河流源头的

精准位置。 

综上，对于河源认定而言，文化认同、政治导向、地理标识三原则通常需要统筹考虑，但从影响范围、作用时效、原则冲突

时让步结果等综合评判，三者的优先级遵循降序排列。 

五、结语 

河流探源活动及认定标准折射出人们的世界观及多元思想，对于相关因素的选取和排序也是多方诉求博弈后的结果。通过

揭示古代河源的认定标准，可更深刻地理解人类与河流的复杂关系，帮助厘清古今思想观念之差异，反思中华文明对于世界的独

特性及借鉴价值，为历史传承与未来创新提供有力支持。研究后形成的四点认识如下： 

(一)中国古人自两千多年前起就逐渐建构出一整套自洽且有效的河源认定标准，是按优先级降序，将文化认同、政治导向、

地理标识三项原则进行综合考虑，其表现形式为——河源不逾文化边界且以源远者为正、尊承权威文献、国家意志可一锤定音、

以稳定标识物定位并表述河源，反映了“华夏自足”“尚德崇文”“大一统”“国家至上”“万物关联”等思想观念以及“相

地察形”之传统。 

(二)中国古代对于河流正源的认定标准与今日存在本质差异，因此所得之结果亦有不同。但两者均有其合理性，古代更重视

文化、政治、地理等宏观因素的定性评估，而今日更重视科学指标的定量分析。 

(三)古人探寻河流正源是为了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特定需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抚古思今，对于河源的探索不但能丰富基

础地理知识、提供源流清晰的文化证据，亦可彰显国家形象并弘扬民族精神，强化历史记忆及自我认同，有效提升社会凝聚力和

边疆治理能力，成为在时空维度上延续文明根脉的一种有效方式。 

(四)依照现代河源学之标准可解答具体的自然地理问题，却未必能完全满足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需求，

人们也无法仅凭现代标准便与以往的记忆和情感决然割裂。因此，在“科学标准”之外，不同文明宜制订符合自身情况的“人文

标准”,从“人文河源观”视角下审视并解决更多现实问题。 

注释： 

1孙仲明、赵苇航:《我国对长江江源认识的历史过程》,《扬州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第 1期。 

2成海宁、刘少创:《关于大河源头确定标准问题的探讨》,《青海国土经略》2009年第 6期。 

3陈进、许珍:《以三江源为例探讨江河源头确定原则》,《长江科学院院报》2016年第 3期。 

4卢良志:《中国地图发展史》,星球地图出版社,2012年,第 224页。 

5成一农:《“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 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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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即小积石山。也有观点认为积石山应当离龙门(今陕西韩城北)不远,但从“禹兴于西羌”的记载和积石山地名在历史上

的延续性来看,积石山在甘肃临夏的更能性更大。 

7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0年,2397页。 

8顾颉刚先生以为禹贡岷山为今嶓冢山,可另备一说。 

9 辛德勇:《四岳、五岳的演变与古史地域扩张问题》,见澎湃新闻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177451358299 

5795&wfr=spider&for=pc。 

10成一农、丰瑾:《中国古代的江源认知以及江源图》,《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 1期。 

11成一农、陈松:《中国古代的河源图研究——基于知识史的一些解读》,《学术研究》2020年第 6期。 

12米海萍:《从文献看河源信仰的特征》,《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 4期。 

13巫新华:《昆仑河源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 11月 4日。 

14《史记》,第 2406页。 

15叶舒宪:《河出昆仑神话地理发微》,《民族艺术》2016年第 6期。 

16陶宗仪撰,李梦生校点:《南村辍耕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 240页。 

17 毕沅:《奏为查浚淮源并修葺祠宇事(乾隆五十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乾隆朝朱批奏折,档号

04-01-05-0066-013。 

18李文:《热河考》玉册(清乾隆三十三年传世品),《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 6期。 

19曹婉如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版 173-174。 

20刘惠:《乾隆朝重构黄河河源的实践与国家认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2期。 

21周长进、关志华:《澜沧江(湄公河)正源及其源头的再确定》,《地理研究》2001年第 2期。 

22成海宁、张忠孝:《长江、黄河、澜沧江正源探讨》,《青海国土经略》2009年第 2期。 

23 清代西清《黑龙江外纪》卷一记载:“黑龙江发源蒙古喀尔喀部之垦特山,其上游,蒙古谓之鄂伦河,他书亦作敖嫩河,即

《元史》斡难河,元太祖始兴地也。自东北流经尼布楚城之南,入省江北境,受西南来之额尔古纳河,经雅克萨声折而东南,东入于

海。” 

24杨丽婷:《清代文献关于额尔古纳河河源的不同记载及其原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 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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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2000年,第 9页。 


